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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治理的逻辑是通过识别和处理源源不断的问题进而把社会呈现

在国家面前。它能够完成其使命吗？本文以Ｓ市Ｃ街道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

的连续民意调查为经验对象，系统阐述民意调查为何表面上是一个统计学过

程，实质却是由权力运行支配的政治过程。分析表明，在将复杂民意化简成

民调数据时，技术只能保证化简程序的严谨性，化简方向则由操作者决定。

民调项目的规定性源自基层权力结构，又被转移到对复杂民意的筛选、压缩

和量化过程之中，生成指标体系。据此，本文揭示了技术治理的悖论———国

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时，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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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２０１０：３３）

一、导言

迄今为止，技术治理依然是个无处不在又令人捉摸不定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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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渠敬东等（２００９）判断“国家—社会”关系朝着技术治理转型，使得
社会科学将目光瞄准技术治理后，我们到处可见其踪迹。它为精细化
治理、网格化治理、大数据治理等理念提供了方法论自信；它是深埋在
项目制（渠敬东，２０１２）、运动式治理（周雪光，２０１２）和行政发包制（周黎
安，２０１４）等理论观察中的草蛇灰线；它因奔走在电子政务（黄晓春，

２０１０）、精准扶贫（王雨磊，２０１６；李棉管，２０１７）、土地资源管理（杜月，

２０１７）、流动人口管控（韩志明，２０１７）等治理实践中而被研究者捕捉。
那么，技术治理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一类现象，一种趋势，抑或只是
一个时髦的术语？对这些问题的追寻，又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法兰克
福学派、政治保守主义甚至技治主义（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ｃｙ，又称专家治国）纠缠
在一起，使技术治理的面目更加模糊。

１．技术治理的素材广泛分布在日新月异的治理实践中，形态各异，我们无法对此进行有效抽样
或掌握大量样本。取材极端案例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关键案例法（ｃｒｕ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其介绍可见
相关研究（Ｇｅｒｒｉｎｇ，２００７）。它的基本原理来自贝叶斯条件，即设置极端条件，如“假设在最可能
发生某事（ｍｏｓｔ　ｌｉｋｅｌｙ　ｃａｓｅ）的情况下却无法发生，则理论命题被证伪”。原命题为“技术治理的
目的是把社会清晰地呈现到国家面前”。那么，保证技术的严谨性（技术治理的合法性来源），如
果这都不能清晰成像，则论文命题可大概率被证伪。本文以基层政府的民意调查作为极端案
例，其技术特点与其他技术治理实践有所区别。一是方法论的严谨性和成熟度。在统（转下页）

与此同时，社会治理的困境又不断地召唤新的、更好的技术。以
基层治理为例，个人偏好如何反映到公共偏好之中是治理困境的症
结之一。居民二元分化（闵学勤，２００９）、中产阶级参与社区事务的兴
趣缺乏（熊易寒，２０１２）、社区抗争愈演愈烈（黄晓星，２０１２；黄冬娅，

２０１３）、居委会弄虚作假（杨爱平、余雁鸿，２０１２）等治理难题都传达了
一个根本问题———民意难以正确、及时地表达，且难以得到有效回
应。技术治理的使命正是通过识别和处理源源不断的问题进而把社
会清晰地呈现在国家面前。那么，它能够完成其使命吗？人们似乎
都在批判技术治理对社会的裁剪、对个体施加的权力（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８８：４０３－４１７），揭示其想要“将体制和结构层次的问题化约为行政
技术的问题”却又深陷在现有治理框架中的困境（黄晓春、嵇欣，

２０１６），并预测它的失败（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事实上，无论哪种理论资源都
无法解决下列问题：是技术逃不出被扭曲的命运，还是它本身不够严
谨？是技术必定失败，还是其发展程度不够？为此，本文取材极端案
例（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ａｓｅ），１试图保证技术的严谨性、成熟度和程序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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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选择以系统的数学知识特别是统计学原理作为方法论的民意调
查领域，去追问技术治理的逻辑及其命运。将其转化成经验问题，即
通过揭开民意生产过程的暗箱，探究由基层政府实施的民意调查为
何普遍公信力不高，甚至被质疑造假，它能反映真实的民意吗？如果
不能，原因何在？

（接上页）计学的支撑下，民调有固定格式和标准可以（且必须）遵守，是为其严谨性。成熟
度则表现在民调的各个程序之间可相互提供技术支撑，由此衔接在一起，如问卷的信度和
效度体现在问卷设计时议题的选择上，但能够在数据采集后再次提供检验。其他治理技术
如网格化治理、精准扶贫等，政府对程式和标准的设计有较大的自由度。二是程序的独立
性。问卷设计、抽样、问卷填答、数据加工等阶段都可在名义上独立于政府之外，变成一个
纯技术的过程，甚至外包给第三方。其他治理实践如流动人口管理、社会综治等则难以
做到。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当数目字管理进入基层
数目字管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作为一个韦伯式命题被

黄仁宇认定为解决中国治理困境的答案。“可计算的法治系统”
（ｃａｌｃｕｌａｂｌ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与“基于规则的行政管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ｒｕｌｅｓ）是国家社会关系理性化进程的标志（Ｗｅｂｅｒ，

２００１：ｘｘｘｖｉｉｉ）。传统中国的帝制治理主要依赖于文士对儒家经典熟练
掌握后形成的以伦理、哲思为基础的行政艺术，而铸币、度量衡、税收汲
取、土地登记、军事管理、户籍等计量技术则较为落后或难以推行，使得
国家行政管理和司法呈现粗线条和软无力的状态（韦伯，１９９５：４７－５９、

８４－８７、１１２、１１７－１４２）。黄仁宇（１９９７ａ：５５）据此判断，“近代西方可以
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下面这段
话，可以用来诠释此判断：

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
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
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
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最原
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
繁复的契约关系，即无社会之保证）。（黄仁宇，１９９７ｂ：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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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进入到数目字管理呢？
信用之展开、经理之雇用、技术之合作，才能透穿整个社

会，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黄仁宇，１９９７ｂ：２７３）
显然，统治者对技术治理的憧憬意在将社会情境转化成信息甚至

是直接的数据，使之成为公共知识，给予社会成员以稳定预期，为社会、
组织分工等国家和社会的复杂化提供基础数据库。

然而，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却呈现了不同的场景。
至少在清代，数目字管理作为行政技术并不少见，甚至贯穿于基层治
理。历法、地图和名册为帝国建立起时空坐标系，据此生成信息和数
据；官制、俸禄、刑罚、升迁标准等技术互为支撑，构成基层官吏的行
为空间。以朝廷至为关心的税收为例，依据测算好的各地方丁数、土
地面积，《赋役全书》《清会典》《户部则例》等详细规定了地丁银、漕粮
及其他捐税的比率和定额；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征税、缴税日程
和分期缴纳原则；税银、漕粮品质鉴定方法；征税成绩与官员绩效考
核挂钩的操作办法；逾期不缴税的处理方式；等等（瞿同祖，２０１１：２０３
－２２５）。百姓也有知情权，“州县官们须依令将税目税率刻在衙门前
石碑上，晓谕百姓”（瞿同祖，２０１１：２１０）。在具体运作上，“制作‘比
薄’（讯责期限册），上面列出每个花户每期应缴税额、已缴税额和尚
欠税额……欠税最多的花户被排在第一位”（瞿同祖，２０１１：２１７）。册
薄的数据支撑是“‘限单’、征税流水账、税票存根、‘比照’和（或）‘销
照’”（瞿同祖，２０１１：２１７）等数据表格。由此观之，在测地术、身份识
别、分类、排序、会计等技术手段下，整个税收过程以数据化、定量化
的方式在运转，逻辑严密、互为支撑。

然而，如果把观察视角置于微观政治场景，我们就会发现技术的
变形或扭曲比比皆是。漕粮征收时，花户的实际纳税额大约是法定
税负的２５０％；如果花户想以现钱代替粮食纳税，以江苏为例，则高
至３００％～４００％（瞿同祖，２０１１：２２２－２２３）。在税收制度如此严密
的情况下，为何实际税负如此之高？原因在于，围绕着税收的各个层
级都在想办法“捞一笔”。斗级（粮食称重之吏）敲打斗斛以装更多粮
食，或以达不到验收标准为由进行敲诈；衙役和地保未经花户同意即
代缴钱粮并要求其加息偿还；书吏拖延验收使花户照看成本增加进
而索贿，或刁难纳粮花户让其买“好”粮从而参与粮行分成；斗级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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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又与县官身边的长随合谋以掩盖事实；等等（瞿同祖，２０１１：８０－
８１、１０５－１０６、１３８）。

如此细密的规定仍阻止不了触目惊心的结果。在整个清代，地方
的行政规章一直在修订，具有连续性，但它们都只是“技术性和程序性
的，不具有实质意义”（瞿同祖，２０１１：３１５）。为什么技术性和程序性的
规定不具有实质意义？数目字管理原本是为了呈现清晰的社会图像，
为何反而使社会图像变得更加模糊？上述问题引导我们追问技术治理
的本质。

（二）治理、技术和技术治理
与“治理”一词成为时髦术语的情形相似（Ｏｆｆｅ，２００９；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２０１３），技术治理散见于众多文献之中，有时候甚至作为修辞在使用。
技术治理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考察。“治理”的原意是“掌舵”（ｓｔｅｅｒ）、
“操纵”和“指引”（ｃｏｎｄｕｃｔ）（Ｊｅｓｓｏｐ，１９９８），其中暗含技术之义。苏格拉
底在与诡辩术士色拉叙马霍斯争论正义时曾说：“我们叫他舵手，并不
是因为他在船上实行航行，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技术，能管理水手们”
（柏拉图，１９８６：２３）。舵手是依靠航海技术／知识对船加以“治理”。同
理，牧羊人、医生、建筑师、琴师分别依靠各自的技术／知识对羊群、病
人、房屋和乐器进行“治理”（柏拉图，１９８６：２８－３０、３５）。治理暗含着面
向被治理对象的技术，技术之目的是让被治理对象幸福，正如牧羊人要
不辞辛劳地照看羊群：清点数量、寻找草场、观察天气（福柯，２０１６ａ：

３２０）。在经历了治安官—牧人—宗教牧师—国王这一系列演进之后，
随着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治理主体最终被“君主对国家的治理”这一
概念垄断（福柯，２０１０：１０４－１１２）。

既然 治 理 暗 含 着 技 术，那 么 技 术 是 什 么？根 据 海 德 格 尔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９７７：１０）对《会饮篇》的引证，技术是把事物引出来，“使隐
蔽的东西在场显露”。“凡是激发（事物）从隐蔽中走出并凸显为在场
的，都是涌现，是引出”（Ｅｖｅｒｙ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ｐａｓ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ｇｏｅ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ｃ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ｅｓｅｎｃｉｎｇ，ｉｓ

ｐｏｉｅｓｉｓ，ｉｓ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２０５ｂ，转引自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１９７７：１０，作者自译）。技术让事物的状态从“潜在”转变为“实在”。“潜
能先于实现，而每一潜在事物并不必需都成现实事物”（亚里士多德，

１９５９：６２）。“潜在”有无数的可能性，一旦转为“实在”，可能性就被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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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物得以显露意义（亚里士多德，１９５９：１０６－１０７、１７６、１８２）。因此，

技术让事物显露的过程就是复杂性化简。２

在治理成为国家对社会的专属名词后，技术治理则可被视为国家
对社会的复杂性化简。命名术、分类学等语言和概念技术把复杂、模糊
的社会情境简化成犯罪、贫富差距、瘟疫、外敌入侵等一个个不断涌现
出来亟待国家解决的议题。治安、税收、公共卫生、国防、法律体系等制
度技术把人的可能性简化，制造出守法者／违法者、纳税人／逃税者、感
染者／健康者、士兵／平民等身份。计数法、会计制度、统计学、几何学等
定量技术把社会和人简化成户籍、人口、土地面积、税银等数据。因此，

技术治理化简社会复杂性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社会情境—议题—

数字。在技术治理的作用下，从社会情境３到议题再到数字，社会和人

的可能性维度一步步被化简，信息量一步步被压缩，直至成为一个数
字，即某个维度上敞开的定量标尺上的一点。

２．“潜在”“实在”“复杂性化简”等命题构成众多思想家的思考基础。胡塞尔认为，对象正是
在实显性和潜在性中作为意义统一而构造其自身，“对实显目光朝向的可能性被包含在这种
情境和其潜在性的本质之中”（胡塞尔，２０１５：３１６）；齐美尔认为，“我们的行动是一座桥，它使
目的的内容从心理形式到现实的形式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４：２０６）；卢曼指出，
权力如同爱、货币和真理的交往媒介，是权力持有者强制的化简方式（化简为合法／不合法的
二值逻辑），给予行动者共同期望，从而克服帕森斯所言的双重偶然性（卢曼，２００５：４－２０）；福
柯指出，博物学、语言学是利用不断发展的分类学、线性数学、动态分析等技术对动植物分门
别类、为语言／言语建立结构／动态关系，即以人为中心对世界化简、为世界建立范畴（福柯，

２０１６）；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我们已经遇到了两条轴，即意义之轴和主体化之轴。意义的展
开必须借助一面白色的墙壁，它得以在其上书写它的符号及其冗余。主体化的进行则必须借
助一个黑洞，它将其意识、激情及其冗余都安置于其中。二者构成一张面孔：白墙—黑洞的系
统”（德勒兹、加塔利，２０１０：２３１）。最新的例证还有复杂系统的概念涌现、分形等概念。

３．情境蕴含的要素几乎具备了构成“人—结构—行动”的所有部件：情境有人经历、人在情境
中的行动折射出社会结构、结构化的情境呈现人们的存在并分配其得失。如韦伯举的骑自行
车相撞的例子，“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完全可以比作一个自然事件。但是，如果他们试图
避免碰撞，或在相撞之后谩骂、殴打或友好协商，这就是社会行动”（韦伯，２０１０：１１２）。社会科
学中讨论情境的有传播学的框架分析和社会心理学的情境心理分析等视角，前者肇自戈夫曼
的经典著作《框架分析》，重在分析构成社会情境的各个要件，它们（多被媒体建构）的不同组
合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框架（潘忠党，２００６）；后者沿着心理学路径将情境分解为影响人们决策
的环境因素（Ａｒｇｙｌｅ，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３５－５７）。在记录与哈贝马斯论争的《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
术学？》中，卢曼于《复杂性民主》一文中提出自己独特的情境政治观念———“政治必须在一个
具体的情境下为自己创造合法性，从形成共识的机遇和追求的结果来看，这个情境是开放的，
结构也处于不确定状态……政治系统通过结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身份”（Ｌｕｈｍａｎｎ，１９７１：

３１７，转引自哈贝马斯，２００９：１４３－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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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技术治理的逻辑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问。第一个质问
是化简造成的社会图像失真。化简后的数字能被还原为当时的情境吗？
被删去的信息会不会造成社会图像失真？国家在观察社会时，必须依靠
一副眼镜，即技术，去进行问题识别、目标群体定义、需求测算以及成本
收益分析等化简程序。在此过程中，社会的模糊性被技术冠以不符合秩
序之名，进而被整理或直接删去（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１９８５：２１２－２１９）。德国科学
林业出于提高经济收益的目的把复杂的森林简化成单一树种的高大针
叶林如挪威云杉，并围绕着选种、生长和砍伐的成本收益分析形成了一
套精密的技术流程，而其他因素都被排除或被假定不变（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１２）。
然而，技术治理形成的数据必须回到社会情境之中才能发挥其作用。此
时，由于维度缺失和信息量删减，数据无法被还原为当初被压缩的情境。
林业科学的技术程序因为无法还原它们而遭到“报复”：地面灌木丛和枯
树被清理导致土壤贫瘠，大小树按树龄分开使得大风刮倒树木的概率上
升，其他树种缺乏导致虫害肆虐（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１８－２２）。类似的例子还有
苏维埃农场、坦桑尼亚农业项目、巴西利亚城等（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１９３、２２３、

１０３）；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在城区规划时改建人行道、老街道、旧建
筑后也限制了社会的可能性和包容性（雅各布斯，２００５：２４４－２８２）。化简
造成社会失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世界中，政治世界可能最经不起理
性主义的盘算。政治，总是在其内部深植着传统、偶然和短暂”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１９６２：３）；社会世界也是由“不可界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
不可协调性、不合逻辑性、非理性、歧义性、含混性、不可决断性、矛盾性”
等一切不可通约的事物组成（鲍曼，２０１３：１１）。哈耶克质疑技术治理的可
行性和效果，断定国家计划必定因搜集社会动态信息的无能为力而失败
（Ｈａｙｅｋ，１９４５；哈耶克，１９９７：４８－５８）。最可靠的社会监控程序是价格，它
作为随时更新的社会公共知识具有稳定预期和动态变化等特性，除此之
外的程序如科层制、大型经济模型运算等都可能由于信息失真、遗漏以
及计算容量的限制而使社会失真（Ｈａｙｅｋ，１９４５）。

第二个质问是，化简因为限制社会和人的可能性而隐藏着权力。
通过科学知识确立统一性概念和命令等级体系，启蒙理性完成了从理
性这一单一权力中心对世界可能性的控制（霍克海默、阿多诺，２００６：

１０）。治理术的逻辑是国家用技术组装起形式／框架，将人们塑造成它
需要的人，其运转原理是由一整套制度、程序、计算、分析组装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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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类型，以安全配置为工具的一系列复杂的权力运
作（福柯，２０１０：４５－６４，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６ｂ：２５１－３０５）。在中国，遍布城镇
化、社区建设、生态城市建设、宗教、性健康等一系列领域的治理术
（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２００９），其背后的逻辑是：一，现代国家能力建设———“大跃
进”、大精简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意味着人口管理的整体性方案、程
式和技术逐渐完善（郑鹏，２０１４）；二，经济发展主义———经济发展驱动
中小学“撤点并校”，理性调节和配置人们迁移、定居、工作和生活的方
方面面（叶敬忠，２０１７）；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
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土地信息系统，并越来越依靠这些可视化的
技术知识对地方政府进行监控”（杜月，２０１７）。此外，政治也渗透到技
术设计的过程之中：一个天桥的高度限制着通行车辆，背后隐藏着巨大
的阶级歧视和社会区隔；巴黎大道的宽阔设计是为了防止类似法国大革
命的巷战发生；一种新型收割机的应用是为了解散工会（Ｗｉｎｎｅｒ，１９８０）。
总之，在技术的化简作用下，人与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物化”，丧失
了“神秘性”，变得可以操纵和驾驭（马尔库塞，２０１４：１３９－１４３）。

第三个质问是，化简不断走向自己的反面，即自己制造出复杂性。
在中国，官僚制运行的逻辑是对上忠顺，而非韦伯的标准定义———因专
业技术知识而具备独立性，以对抗来自君主／政治统治集团和平民的双
重压力（韦伯，２０１０：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２）。在中国，政治回应的特有形态
是，民众需求只有传达到上级才会被重视，只有上级重视才能被下级回
应（文宏、黄之玞，２０１６）。因此，中国技术治理的化简原则往往要相对独
立于现有体制才能进行，如以项目、小组、办公室的形式。《叫魂》一书描
述了清代中叶弘历皇帝意识到叫魂的“严重性”后，立即抛开常规程序，
减少信息传递层级，与官员直接通信（孔飞力，２０１４：１６１－１６３）。朱批奏
折这一“机要渠道”是皇帝的一种“制度创新”，它甩开了由“常规渠道和
机要渠道组成的文案报告制度”等官僚常规程序对信息的层层过滤和加
工，以获取真实、可控的社会信息。信访制度的登记、转办、检查、催办、
存档等技术环节（冯仕政，２０１２），项目制的“立项、申报、审核、监管、考核、
验收、评估和奖罚等一系列理性程序”（渠敬东，２０１２；周飞舟，２０１２），精准
扶贫的驻村干部制度和贫困档案、帮扶记录簿（王雨磊，２０１６；李棉管，

２０１７）等治理实践，都是抛开现有条块关系，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周飞舟，

２０１２）完成的。然而，技术治理的化简程序在实际操作中把国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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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首先，在与政府组织互动的过程中，技术会作为“持
存物”留下来，变成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例如，设立在各个层级上的网信
办、扶贫办、信访办等都变成了科层组织中的一部分。其次，官僚体制中
的各个层级都会对技术过程进行意志植入。在遵循“上级发包—下级打
包—基层抓包”的运转原则时，项目制涉及的各级政府都会“对集权框架
和科层逻辑有所修正，在其中加入更多各自的意图和利益，获得更多的
自主权力”（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甚至“借鸡生蛋”，将自己的发展战略
与项目融合，并进行捆绑甚至转化（周雪光，２０１５）。相应的主管部门则因
对资源、信息和权力的垄断而有寻租、设租的空间，有可能逐渐演变成
“专项意义上的独立王国”（渠敬东，２０１２）。

既然技术带来的权力即第二个质问无法避免，那么我们要面对的
是技术治理的技术问题，即第一个和第三个质问。技术治理对社会的
化简一定会造成社会失真吗？是否是技术发展程度不够导致的？以计
算机编程为基础的社会仿真和复杂系统建模对社会的模拟已远非哈耶
克时代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比拟。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的支撑下，人们在购物、旅行、求医、住房、网上浏览时以信息数据的方
式进入数据库，不断地提供拼图，最终成为技术治理下一个个可识别的
脸孔。当脸孔的喜怒哀乐都可以被精准识别且即时反馈时，技术治理
的化简任务不就完成了吗？

技术治理的化简程序一定会被扭曲吗？会不会是技术的严谨程度
不够导致的？项目制、信访制度、精准扶贫等毕竟是由上级设计的，建
立在分类学、初等代数、线性计算等“初级”技术之上，技术与技术之间
相互分割，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可以“钻空子”的地方多。那么，有成
熟方法论作为支撑的民意调查呢？在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线性最
优等统计学原理的基础上，抽样随机性、问卷设计的信度和效度指标等
设定了化简的标准，它们共同作为处理异方差、共线性和自相关等问题
的技术工具，一起写就了民意调查的科学保证书。那么，在民意调查
中，技术治理的化简程序还会被扭曲吗？

清代地方政府数目字管理的失效，呈现了黄仁宇和瞿同祖分析视
角的割裂，这种割裂如果不被解释，将依然是悬置在技术治理宏伟蓝图
之上的阴霾。为此，本研究控制住政治因素（暂且不论对社会和人的可
能性限定）、技术因素（假定有更好、更严格的技术），只论技术化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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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的过程，看它能不能达到目的。

三、民意调查的背景和原理

（一）背景
２０１４年，Ｓ市Ｃ街道以项目的形式成立民意调查小组，对辖区内

３５个居民区进行连续三年的民意调查，内容涉及社区安全、卫生、环
境、邻里关系、民生设施、居委会工作等基层治理的多方面。在此基础
上，街道建立各社区排名指标体系，用于各部门对居民区两委的考核，
同时作为街道行政决策的参考。

（二）原理
民意不会无缘无故呈现，需要某种机制去提升它，并塑造其形状，

使之有意义。受访者表达其意见的同时，就把它从含混、模糊和复杂的
“潜在”状态带到了“实在”状态。通过民意调查呈现的民意，也是复杂
性化简了的民意。基层政府的民意调查体现了“社会情境—问题—数
字”的化简过程，具体可分为问卷设计、问卷填答和指标体系三个技术
阶段（详见表１）。

１．如何识别情境？
情境筛选：街道依照一定的原则去筛选代表情境，即居民生活场

景，作为问卷中各个问题的原型。

２．如何问问题？
问题定义：将代表情境表述成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时，该情境本来拥

有的无数个可能的维度被限制为有限个，以便形成一种叙事逻辑。
问题定量：每个问题，街道都会设置对应的选项供居民勾选。被定

义好的问题对应其选择域，选项就是对选择域的刻度设置。

３．如何抽样？
问卷填答者确定：街道和居委会相互配合，挑选并确定填答问卷的

居民。

４．如何生成数字？
数字生成：居民作为民意表达者，按照选择域的规定选定选项。
数字加总：街道以社区为单位，统计并加总刻度值。规定“如何加

总”的是各种民调指标，一个指标就是一个社区排名的标尺。在排名的
基础上，街道会将各社区分档次。至此，街道获得民意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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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分阶段的民意调查过程
阶段４ 主体 民调过程 工序

问卷设计 街道
问题量与类型
如何问问题
选项设置

情境筛选：情境样本框的形成
问题定义：问题就是一个叙事逻辑的诞生

问题定量：刻度的设置

问卷填答
街道、居委会 居民抽样 问题填答者确定：居民样本库的形成
居民 问卷填答 数字生成：居民确定定量问题的刻度值

指标体系 街道
指标设置
排名

数字加总：各个刻度值置换到不同标尺上
加总结果：总标尺刻度值的确定

　　由此观之，从情境、问题到数据，民意调查技术规定了所有化简程
序，但它们不能自动运行，而是需要街道、居委会、居民以及技术人员合
作。民意调查的每一步都有人在操作。在操作过程中，民调小组一直在
问民意是什么，此时，民调操作者（发问者）的权力凸显。如何筛选情境
和主体，如何定义问题、构成指标，操作者像“是一位导演，随心所欲地摆
布客观化工具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或拉近或拉远，或放大或缩小，按照一
种权力愿望将他自己的构成规范强加于他的对象”（布迪厄，２０１２：４１）。
在将民意转化为民调数据的编码过程中，行为主体所携带的阶级、文化
和社会基因也一并植入其中。民意调查测量民意的方式是提供化简程
序，至于朝着哪个方向去化简，每个主体都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植入
自己的意志（详见表２）。民调技术对化简方向的无能为力，为权力入侵
提供了空间。

４．事实上，作为一个项目，整个民意调查还包括事前申请财政拨款、项目设计和事后项目总
结等阶段。本文在此仅讨论民意调查的实施阶段。

表２：民调的基层政府各主体
主体 目标

街道
街道

政策出台的依据之一
政府创新评奖

平衡各社区与街道关系
各职能科办 年终评估的依据之一

居委会 提高本社区在民调各指标中的排名和档次

　　围绕着民意调查，有街道、职能科办、居民、技术人员等几类相关主
体。街道及各职能科办负责问卷设计、拟定指标；居委会负责配合街道
抽样和组织问卷调查；居民负责填答问卷；技术人员即第三方学术机构
负责提供技术指导以保证民调的科学性。

对街道和职能科办来说，其所关心的问题是筛选哪些情境进入问
题域、按照什么原则去筛选；朝着哪个方向去定义情境使之变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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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选项如何设置；设置什么样的指标构成排名体系、社区档次如何划
分。对居委会来说，其所关心的问题是挑选什么样的居民填答问卷，在
自己有权拟定的题目上如何设置，做什么事可以提高分数，等等。笔者
作为技术人员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民意调查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严苛
地遵循科学原理，“绝不越雷池半步”，但过程却总是“不对劲”“别扭”。
最终得到的民意调查结果形成“没有造假但公信力低”（除了政府系统
内部）的奇特局面。

５．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民调动员会记录。

在各个主体的交互作用下，民意调查表面上是一个统计学过程，事实
上却变成了一个政治过程。在基层政府的民意调查中，民意是如何被“制
造”出来的，各相关主体的意志如何植入到民意形成的过程之中，本文将通
过案例分析逐步演示。在具体操作层面，笔者设计了两种比较机制：或将
基层政府各主体的想法与技术人员提供的其他可能性进行比较；或采取历
年比较的方式，观察２０１６年的民调方案较之２０１５年如何变化。在此基础
上，梳理出历年民调方案中不同的设计和调整，并分析其原因。

四、民意化简程序：案例过程

（一）从“社会情境”到“问题”
１．问卷设计：如何筛选情境？
问卷是社区情境的集合，即将民意搜集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为

民意调查的执行者和组织者，街道的任务是从３５个社区无数个可能的
社会情境中筛选组成问卷的代表情境。到底如何选择情境呢？民意调
查的目标应作为情境筛选的指引，并据此建构问卷。人们每天早上到社
区门口的摊位吃早餐是一种情境，但只有出现占道经营、食品安全问题
或夜宵噪音扰民等情况时，才会成为街道民意调查关心的对象。因此，
问题发生转向：什么样的经验标准左右了民调问卷中情境集合的筛选原
则？在街道的民调动员会议上，街道书记Ｊ强调：“我们搞的这个民意调
查不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不是查户口、查账，也不是市场调查。老百姓
关心的、ＸＸ文件强调的、各社区广泛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才是我们调查
的重点。”５“上级和老百姓关心的”是情境筛选的经验标准，但这是个泛
指。在实际操作中，哪些情境被筛选进入集合则基于官员和相关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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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日常经验。由此，街道的权力凸显。

６．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民调可行性分析会记录。

在２０１５年项目前期的多次可行性分析会议中，街道逐步确定了以
党建、自治、民生三大版块作为社区情境筛选的框架。然而，根据２０１５年
民调结果的反馈，原来颇具学究气的版块划分已不能满足民调要求，

２０１６年被调整为自治共治、协助街道工作、民主监督和开放性问题四部
分（见表３）。这种变化既受到街道民调项目组成员（特别是负责民调的
领导人）与各职能科办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出于民调与街道其他项目兼
容的考虑，还与时事变化相关。

新增的“协助街道工作”版块共１１题，分别对应各个职能科办的具体
工作任务，即让居民评价其所在社区两委在这些工作上的表现。为什么新
增“协助街道工作”这个版块呢？负责民调的领导Ｓ副主任在可行性分析
会议上说：“前两年的民调，我实话实说，开始大家（街道各科室）持观望态
度的多。结果呢，效果很好，普遍反映跟实际印象还是比较相符的。比如，
我们很多科室年终评估就用到了这些民调的排名……（街道）其他职能科
办希望能共享这个数据。借此机会，我们也可以把民调搞得更切合街道的
实际工作嘛。我觉得这是个好想法。”６Ｓ副主任是个“８０后”副处级干部，

民意调查的构想是由他提出并全权负责实施的。在笔者看来，他是“很想
做事”也“很会做事”的新锐干部。通过本文整理的访谈记录可以看出，大
多数民调方案的拟定和修改由他拍板。对Ｓ副主任来说，民调是以街道的
名义进行的，其费用来源于财政拨款，能否取得街道各职能科办的支持是
关系到民调工作能否继续开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民调结果到底有没
有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职能科办是否用得上。要想数据用得上，各
职能科办的相关工作必须在版块设计中加以体现。

表３：问卷设计的版块与题型
题型 ２０１６年版块 分值 子版块 对应２０１５年版块

选择题
自治共治 ６３

整体评价 整体评价
对两委评价 整体评价／党建

自治活动与群众团队 自治
“ＴＸＪＹ”特色项目 民生

协助街道工作 ２１ 对应各职能科办
民主监督 ６ 人大和社区其他选举 自治

问答题 开放性问题 １０ 社区亮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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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块的重大改动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原属于自治版块的基层民
主单独归属为“人大和社区其他选举”，即民主监督版块；第二，原党建
版块则聚焦于对“党建资源地图”项目的评价，并纳入自治共治版块之
中；第三，原民生版块被归入自治共治活动版块的“ＴＸＪＹ”特色项目子
版块。“人大和社区其他选举”在２０１６年被单列出来，可能的解释是民
调的开展时间恰逢五年一度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笔者调研ＸＨＭＪ
社区时，了解到部分居民刚结束人大代表投票活动后赶过来做问卷调
查。党建资源地图和“ＴＸＪＹ”特色项目是这两年区里和Ｃ街道主推的
政府治理创新的特色项目，街道用此代替原有版块不仅可以检验它们
在各社区推广的效果，还能与区里和街道目前的工作重心相配套。在
民调项目开题会上，主持会议的街道党委书记Ｊ发言：“突出Ｃ街道特
色、反映Ｃ街道民情是我们民调的重要目标嘛。一说党建，大家都觉
得虚。一说民生，大家又觉得杂。你说社区工作做什么？……我个人
觉得，党建资源地图和‘ＴＸＪＹ’（特色项目），就是我们Ｃ街道的党建和
民生。”７

７．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民调项目开题会记录。

２．情境的压缩方向：如何问问题？
情境样本框确定好之后，接下来的流程是如何将情境定义为问题？

一个问题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情境朝着某个方向被限定好了。以代表
情境———社区组织的人大选举和业委会选举———为例，居民与该情境
发生联系的途径有多种，对情境定义的可能性也相应的有多种，并对应
各自的目标问题。如可以问“你觉得业委会能够解决业主和物业的矛
盾吗？”“参加过今年居民区居委会的换届选举投票吗？”“你觉得基层人
大代表选举公平吗？”“你熟悉业委会选举的各位候选人吗？”当问题最
终被定义为“您认为居民区内人大选举和业委会选举组织的如何”时，
街道的权力在于，将基层民主这一情境压缩为居民对所在居委会组织
类似活动的能力的评价。对一个社区的基层民主建设进行衡量，既不
选用人大代表能否履职、选举过程是否公正，也不选用造成目前选举冷
漠的原因等问题，而是询问居民居委会组织选举的能力。显然，居委会
的组织能力无法支撑起民主监督这个主题，却又带着这个主题的帽子，
并成为计算基层民主指数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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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为何如此命题？这样符合科学原则吗？民调的目的是反
映居民对社区的评价，街道把民调与绩效评价结合起来后，民调就
变成了居民对居委会的评价。人大代表的履职、选举过程的公正
性不属于社区两委的工作范围，且选举冷漠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
题，加上两委对选举工作的影响范围也只在于组织这项活动，所以
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命题。问卷设计的效度和信度要求研究目标清
晰、问题措辞清楚，且对问题的回答应具备跨时间、相似问题等方
面的稳定性（Ｒａｓｉｎｓｋｉ，２００８：３６４）。在前期的可行性随机测试（后
将述及）中，我们发现问卷并无克罗尼克等学者（Ｋｒｏｓｎｉｃｋ，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所说的“无态度”问题，理解歧义、脉络效应等干扰因素也较
少。问卷设计基本符合效度和信度原则。

８．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民调动员会记录。

图１：问卷中的代表问题

　　类似图１的例子广泛存在。公共卫生方面不问医患矛盾、看病
难、看病贵等问题，而问健康知识讲座做得好不好；外来人口管理方
面不问城管执法、外来人口落户困难等问题，而问群租合租治理问
题；法律援助方面不问上访、拆迁、业主维权、环境抗争等问题，而问
家庭暴力的调解问题、法律宣传力度等。显然，学界和社会关心的基
层治理热点问题几乎都没有进入问卷，但进入问卷的问题又都跟它
们沾边，以支撑其背后的主题。社会情境被化简成问题时有多个方
向，社会或学界的化简方式与基层政府截然不同。在２０１５年的民调
动员会上，Ｊ书记说：“我们问卷的题目数量尽量要控制，问切身的，问
到痛处，问我们工作中遇到的真实问题。”８在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
中，“切身的”“真实”问题，可能并不是医患矛盾、城管执法等，因其不
在工作范围之内。群租治理则属于居委会的职责范围，在作为２０１６
年区里绩效考核标准的《区“ＴＸＪＹ”建设　星级居委会创建操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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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上，“积极消除‘六乱’（乱设摊、乱搭建、乱涂写、乱晾晒、乱堆放）
现象，有效整治控制群租”与“人口服务和管理到位，底数清，动态准，
群防群治有实效”两个指标各占３分（百分制）。当民意调查的操作
权掌握在基层政府手中时，其管辖范围、上下级关系就会被植入到将
社会情境化简为问题的过程之中。

３．问题定量：刻度背后的权力
民意可计算的标准是定量化，因此需要将问卷上的问题转换成标

准刻度，即设定选项，以便将个体意见加总。刻度的设置一般有定序和
计数两种方式。前者将问题的选择域标尺化，模拟成数轴并分割成ｎ
等份，如著名的“李克特量表”（Ｌｉｋｅｒｔ　ｓｃａｌｅ）五选项；后者计算某事件发
生的次数，如询问次数或直接设置成多选题。然而，将选项定量原理运
用到社区现实生活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复杂的社会事实化简成标准化
刻度上的一个点？

以社区“ＴＸＪＹ”自治项 目 为例，它询问各 社区围 绕着区里
“ＴＸＪＹ”特色项目开展活动的情况。原则上，每个社区都应该有自
治活动创新的特色和亮点，如ＰＸ社区的“分享冰箱”、ＷＹ社区的
“ＹＷＹＳ”议事会以及 ＭＦＬ社区的“ＭＦＬＳｈｏｗ”微信公众号等。然
而，并不是每个社区都能在短时间内打造出特色鲜明的“品牌”，超
过半数的社区把日常活动如节日送温暖、消防演练、知识讲座、疏
通下水道、解决停电问题等套上“ＴＸＪＹ”的招牌并上报街道。街道
也很清楚哪些社区有真正的“ＴＸＪＹ”特色项目。事实上，为了配合
区里主推的“ＴＸＪＹ”特色项目以及星级居委会评选活动，部分社区
的项目还是由街道直接介入和重点打造的。那些没有“真正”特色
项目的社区，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有的社区依旧在征集议题、
想点子，有的却“不想折腾”（某中年社区书记语）；但不容忽视的一
点是街道有无介入。如果询问居民对其所处社区“ＴＸＪＹ”项目的真
实评价，势必无法排除街道因素，也可能使部分社区得零分。同
时，在“ＴＸＪＹ”特色项目之外，还有很多活动或民生实事需要社区完
成。一位居民在访谈中论及：“我们Ｙ书记，不像别人爱出风头，搞
那些东西我们也不懂……我是晓得的，每个周三下午带着人（打）
扫卫生，还去马路（上）执勤。我们是老旧小区，情况复杂，什么人
都有，外乡人摆摊的、租房子的，隔壁吵架泼粪，搞得乱七八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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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好做啊。不容易。”９为了取得平衡，街道最终决定在问卷中询
问两道题：一道是询问居民对各社区上报的“ＴＸＪＹ”特色项目的评
价，选项采用定序方式，为单选题；另一道是询问居民参与过社区
组织的哪些活动，选项采用计数方式，为多选题。

９．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１日，ＳＢ社区居民座谈会记录。

１０．据统计，Ｃ街道各居委会常规在岗人员平均数为６．８６，标准差为１．３６。ＪＸ社区为４人。

１１．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日，对ＪＸ社区书记的访问记录。

同时，命题权也被下放到各社区。就上述单选题而言，由于既不
能排除自己的干扰因素以服众，又不想承担辨认真假“ＴＸＪＹ”的风
险，街道让各社区自己上报“ＴＸＪＹ”特色项目。就多选题而言，街道
并不清楚各个社区开展活动的真实情况。尽管社区开展活动会向街
道上报，但上报格式类似于通讯稿，很难看出谁好谁坏。甲、乙两个
社区都有“自治议事会”，但实际运行效果可能差别很大，而它们的上
报格式和信息量大同小异。此外，各个社区上报的活动数量和频率
差异很大，影响因素也很多，条件好或书记进取心较强的社区活动会
比较多、质量也比较好。ＪＸ社区书记曾就此事言及：“我们现在是小
社区了，（工作）人手也少，１０前两年动迁，居民也走得七七八八。有
的活动比如过年过节，有些老邻居念旧情，还能来聚一聚。搞医疗卫
生宣传，哪有人来呢。”１１社区活动开展情况的复杂性，促使街道规避
风险而下放命题权，让每个社区都选出自己满意的活动。但为了统
一计量，多选题和单选题的问题格式已经给定，即居民填答参加过社
区组织的哪些（“ＴＸＪＹ”范围内的）项目或活动，以及居民对某个项目
或活动的评价如何。

社区出题的权力表面上看可以决定哪些活动进入到题目之中，实
际上却可以通过控制选项去影响结果。以多选题“你知道或参加过社
区组织的哪些活动”为例，该题的计量方式是统计选项被勾选的比例。
各个社区的经济状况、两委人员配置等并不一致，街道没有规定选项的
个数，只要求至少３个。由于选项个数不定，各社区在设置选项时存在
着技巧———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选项设置越少，该题的得分率就
越高。据统计，各社区在该题中设置的选项数平均为５．１４个，标准差
为１．６０；而该题得分率与选项个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８０１，双尾检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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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为ｐ＜０．００１。各社区设置的选项个数直接影响到该社区在该题
上的得分，即设置选项越少的社区，得分率越高。于是，悖论产生了：如
果街道统一规定标准的选项个数，那么标准个数越多对条件好的社区
越有利，越少则对条件差的社区越有利；如果街道不统一规定选项个
数，那么对各社区最有利的做法是设置更少的选项，同样无法筛选出在
“ＴＸＪＹ”特色项目上表现出众的社区。

（二）从“问题”到“数字”
作为民调科学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样本的随机性尤其被街道看

重。就方法论而言，简单随机抽样（ｓｉｍｐｌ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可得到数
理统计的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的支持，进而符合独立同分布假
设（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ｉ．ｄ．）。在实际操作中，社
会调查往往以简单随机抽样为基准，适当考虑区域、年龄、工作等影
响样本分布的结构性要素，即采取分层抽样（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以降
低抽样成本，提高效率（Ｋａｌｔｏｎ，１９８３：８－４７）。就调查方式而言，面
对面调查、电话调查、自填式问卷法、网络调查都可以成为备选方式
（Ｄｏｎｓ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２００８：２４０－２８２；Ｇｒｏｖｅｓ　ａｎｄ　Ｌｙｂｅｒｇ，２０１０）。

１２．主流媒体在有关此次民调的报道中也用了类似考试的语汇———“下考上”，即让居民“考
考”居委会干部。

１．“做卷子”：集中填写问卷的理由
此次民意调查最终选择的抽样方法是以各社区人群分类为基础的

分层抽样，调查方式是集中填写问卷。把样本集中起来填写问卷的方
式在西方的民意调查中很难见到。用居民常说的话叫“做卷子”，填一
份问卷好比考一场试。１２其实，备选调查方式如入户采访、街头偶遇、电
话采访等（Ｔｏｕｒａｎｇｅａｕ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６），都在前期的可行性分析会上
讨论过。除了技术本身的特点带来的优缺点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来自
民调项目的限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美国进行全国性面对面调查
时，每名受访者要耗费１　０００美元左右（Ｇｒｏｖｅｓ，１９８９，转引自Ｄｏｎｓ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２００８：２２８）。此次民调规模虽然远比不上全国性调查，但
产生的费用也不少，且都要从街道的项目经费中支出。针对这个问题，

Ｓ副主任说：你说３５个社区挨家挨户敲门，搞得不行引起抵触情绪，没
必要，也没那个时间、精力和人力……每个社区都搞个会议室，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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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起来，投票箱、会场什么的，反正都是现成的，下面（的人）都熟悉，
搞起来也比较正式。”１３　１４

１３．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９日，与Ｓ副主任私人谈话记录。

１４．从现场问卷填写情况来看，街道和社区居委会都特别重视民调的“正式”性。整个民调流程
酷似“两会”的浓缩版，有强烈的仪式感。街道规定各社区书记要在民调前向所有居民代表作年
终述职报告。居民填写问卷完毕后，一一上前，将问卷放入投票箱内，工作人员会择优拍照。

１５．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２日，ＴＪＤ社区，与某居民私人谈话记录。

出于成本和仪式化的考虑，一场民意调查要与其他不少活动结合
起来，社区安排得紧锣密鼓。具体流程有：

●　各位居民代表在会场坐定后，该社区书记上台作年终述职报
告；

●　在技术人员的监督和辅导下，受访者填写问卷，然后问卷被回
收；

●　部分居民代表（一般为８～１０人）参与街道组织的结构性访
谈，对社区两委工作人员进行打分和评价；

●　街道工作人员对社区两委逐一进行访谈，并打分。
在各社区的民意调查过程中，街道相关工作人员、技术人员、社

区干部、居民代表全部到场，工序明确、高效运转。所有事情都集中
在半天时间内处理，一个社区的任务就完成了。有意思的是，当笔者
询问居民对社区的民意调查是否感到新鲜时，一位居民表示：“我们
一年有好几次活动，都是这么搞的。”１５对居民来说，社区经常有活
动，民意调查与“中秋赏月”联谊会、老年健康知识讲座等相比，在形
式上相差并不大。

那么，Ｓ副主任最在乎的指标———随机性———能保证吗？技术上
的解释同样有说服力。集中填写问卷可以保证调查环境、调查时间和
调查中的工作人员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控制住了常见的情境、访员和
季节等因素。此外，街道也设置了针对各个社区的小样本（１０～１５个）
随机测试，采取街头偶遇的方式，以便测试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并作为
集中填写问卷这一填答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２．居民人数的控制权：分层抽样的政治学
抽样时如何分层呢？各社区样本数量的下限被统一规定为５０人。

这些人从哪里来？民意调查通常很难取得一张包括所有成员在内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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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Ｋａｌｔｏｎ，１９８３：６－７），街道无法掌握各个社区人口的实时动态信息，
没有一个质量较高的可供抽样的总体。就算能够调用户籍数据，因拆
迁、工作变动、升学等导致的人口流动也会造成大量的无响应误差
（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ｒｒｏｒ）（Ｗｅｉｓｂｅｒｇ，２００５：１５９－２０４）。

民调的分层抽样方案是，以各社区向街道上报的总体信息作为
每个社区的抽样框，由街道确定样本。为保证随机性，街道对每个社
区的总体库做了一些规定：首先是人数的最低限制，各社区根据实际
常住人口数量，上报２００～１　０００人不等；其次是居民样本数量，每个
社区最终到场填写问卷的人数不少于５０人；再次是对居民类型的规
定，必须要包括社区党员（含“双报到”的在职党员）、楼组长、志愿者、
群众活动团队成员、物业管理人员、驻区和共建单位人员（含小区沿
街商铺业主）、业委会成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民警、
其他居民等十一类人群；最后，待抽样的每个居民的姓名、性别、电话
号码以及所属人群类型等信息都要完备。各社区提交符合规定的抽
样总体后，交与街道进行分层抽样。

将确定抽样总体的权力交与居委会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居委会选
择被抽样居民时会依据成本原则。事实上，掌握２００～１　０００个居民的
资料对不少居委会来说难度很大。能够被掌握资料的一般是信息被社
区登记过的人，因此，社区居民已经就“与居委会有无交集”这一指标经
过了一轮筛选。只要对问卷中的个体特征变量如居民年龄、受教育程
度、职业类型等情况稍加考察，比如做个散点图，马上就会发现有不同
程度的偏态。如在所有居民区的１　７７３个样本中，离退休人员占比达

７４．８４％，在该社区居住十年以上的样本占比高达８１．２２％。退休老年
人作为参加社区活动的主力军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熊易寒，２０１２）。
不过，分层的基础是十一类人群，只要保证这些类型的人员比例符合要
求，在技术上就算抽样质量良好。

问题出在抽样总体和人群的划分方式上，但二者的设置都是有
原因的。抽样总体存在的问题是，居委会能够调动的资源是有偏的。
对此，接受访问的 ＨＤ社区书记说：“年轻人上班的上班，面都见不
到，去哪里请哦。”旁边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插话：“（他们）有时间也不
见得来。”书记接过话头：“现在的小年轻不懂也不理解社区（工作）的
情况。平常打交道多的群众，明白我们工作的难度，了解我们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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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说来做卷子，基本还是支持的。”１６人群划分方式与基层政府对
现有人群的分类相对应，以便民意调查的数据结果能够作为参数直
接输入到科层机器之中。楼组长有何意见、群众活动团队成员对哪
些问题反响比较热烈、共建单位比较在乎什么问题等，都可以作为基
础数据库的一部分，直接被上级、街道职能科办采用，或与其他数据
整合，以便进一步对数据进行挖掘。

１６．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在ＨＤ社区民调现场的谈话。

１７．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在ＺＹＹ社区民调现场的谈话。

居委会的控制力还体现在样本数量上。根据样本量设置的规则，

每个社区填写问卷的居民数量原则上不少于５０个，考虑到部分被抽样
居民可能无法到场，街道将分层抽样的样本量定为每社区７５人。从

２０１６年民调实际到场人数来看，各社区填写问卷的居民平均数为５１．
１４，其中到场人数刚好为５０的社区有１５个；低于５０的社区只有５个，

刚好为４９人的社区就占了其中３个。街道并没有规定到场人员的上
限，并且鼓励各社区达到６０人以上，但各个社区实际到场人数与街道
要求的人数下限居然有如此惊人的契合。而且，此现象在２０１５年就已
经显现。社区居委会对到场填写问卷的居民有着怎样的控制力？样本
是否被“污染”或是否有人冒名顶替？为此，在技术人员的建议下，２０１６
年街道随机在部分社区设置到场居民签名簿，以核对样本的真实性。
在现场，笔者曾好奇于签名簿上一个极具年轻人特质的姓名，想对其进
行采访。询问居委会工作人员后发现，该年轻人因工作繁忙，由其母亲
过来代填问卷。对此，负责此次问卷调查的街道工作人员Ｆ的态度
是：“（名单符合）难度很大啊。签名单（和抽样册）能够符合已经是很不
容易了。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误差率有没有底线和标准，反正尽量符
合吧……他老娘也应该算社区群众吧。”１７笔者挑选ＺＹＹ、ＴＸＪＹ和 ＷＥ
三个社区核对人员名单后发现，除了字迹无法辨认的个别姓名外，只有

ＴＸＪＹ社区有两个姓名不在抽样名册上。如此精准的签名簿背后有怎
样的故事，街道和居委会为何这么重视签名簿的正确性而非真实性，都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个解释是，抽样人数的富余和人群分类标准的漏洞给了居委会
转圜的余地。７５人的抽样人数给了社区干部２５人的转圜余地，以挑

·７６·

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



选更容易来“支持工作”的居民。按照十一类人群的划分标准，抽样总
体中居民类型重叠的现象较为普遍，某人可以既是志愿者也是群众活
动团队成员同时还是党员。社区干部可以任意配置具有多重身份的居
民以符合街道要求，操作的空间更大。

（三）从“数字”到“数字”加总
居民为所有刻度赋值后，街道可依照各个加总原则将刻度值累加，

得到不同的指标数据和对应的社区排名、档次，最终绘制成民意地图。
构建指标体系是民意调查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街道和社区最为看重
的部分。各个指标基于相应的版块制作而成，如党建资源指数、自治共
治指数、基层民主指数、ＴＸＪＹ指数和配合职能科办指数等。最终计算
出来的指标既要给各个职能科办使用，又要呈给街道领导阅读甚至上
报区里，还会直接制作成《ＸＸ社区诊断书》下发到各个社区。

１．分值权重
每个社区都有无数的情境在发生，身处情境中的居民对此作出评

判，即意见（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３７）。居民的意见本无优／劣、重要／次要之分，但
蕴含操作者目的的民调却对此进行了排序。在拟定民调指标时，构成
指标的各个问题的分值权重就是街道对各个社区情境的重要性排序。
未被筛选入问卷的绝大部分社区情境被赋值为０，被筛选进问卷的社
区情境会被放置在相应的版块之中，并按照街道赋予的重要性标准，分
别赋值０．５、１、２、３、５。２０１６年的五个版块被分配了不同的权重，甚至
各个题目的分数都不一样（见表４）。街道依据什么标准去设定情境排
序（问题的分数），笔者不得而知。从笔者与拟定分数的Ｓ副主任的接
触来看，他似乎权衡和斟酌了很久，修改过好几次，可又说不出理由。
“应该”“可能”“吧”等模糊性的词汇在交谈中反复出现，整个拟定过程
像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令人费解。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看出
些许端倪。前已述及，为了获得职能科办的支持，使民调结果能为其日
常工作所用，问卷中的一些问题与各个职能科办的工作范围相对应。
由此，可以计算出与各职能科办相关的问题分值在问卷中所占的百分
比，见表４。服务办、平安办、管理办等科办所占的分值比例高达１６％，
妇联、团工委、武装部、工会等科办却只占１％，部门之间极不均衡。分
值权重既反映了目前基层工作的重心，又把Ｃ街道各部门的地位作为
结构的基因植入了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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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各科室民意调查问题分值占比
科室 调查内容 百分比（％）

党建办 居民区党建及居委会班子建设 １２
党政办 党工委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１０
自治办 居民区自治及基层政权建设、社区居民和单位参加社区建设 １２
协作办 服务楼宇企业、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共治情况 ２
事业办 精神文明建设、社区文化建设 １０
服务办 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工作 １６
平安办 平安社区建设 １６
管理办 城市建设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１６
妇联 妇女之家项目、妇女活动 １
团工委 志愿者、社工和共青团的活动 １
武装部 国防宣传、征兵和民防 １
纪工委 廉政文化宣传 ２
工会 组建工会 １

总百分比 １００

１８．作者所在的技术团队并未参加２０１４年的民调。

１９．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４日，民调项目成果说明会记录。

２０．静态指数是指在同一时间条件下，对不同单位、不同地区间同一事物的数量进行对比形成
的指数。进步指数原本应该是动态指数，那怎么转化成静态的呢？方法如下：先静态化，计算
出各社区在当年相比其他社区形成的指数；再动态化，计算历年静态指数的变化。

２．指标计算的技巧之一：计算方法

作为对街道所有社区的情况摸排，从２０１５年起，１８每年的民意调查
都设置了进步指数，计算依据的是各社区历年的民调得分。事实上，历
年民意调查的题目、版块和分值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采取基准年标准与
上一年相比意义不大。从结果来看，２０１５年各社区民调平均得分为

８９．９５，２０１６年为８６．９３，分数出现下滑，若直接采取基准年的方式计算进
步指数，则大部分社区在２０１６年是退步的。在成果说明会上，Ｓ副主任
表态：“进步指数得要，不然上面看到了（这一部分缺失），会很显眼。进
步指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Ｃ街道工作搞得好不好（的直接体现），一眼
就看出来了……有没有别的办法想？”１９在长时间的讨论中，技术人员提
供了几种计算进步指数的方法，在场的街道民调小组成员（由街道工作
人员组成）询问和验证了这些方法的科学性。最终，动态指数和静态指
数这对统计学概念提供了“技术支持”。２０由此，２０１６年各社区的进步指
数采用了基准社区的计算方法，用当年某一社区的总分除以中位数，得
到横向比较指数；然后再以２０１５年的横向比较指数为基准，计算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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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区的进步指数。繁琐计算后的成果“令人欣慰”，３４个社区（２０１５年

ＪＸ社区未参与民调）中，进步的有１８个。进步指数的计算方法也在民意
调查报告中明确列出并说明计算原由，以备查验。２１

２１．除非是统计专业人员或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查看民调报告的人几乎很难看懂各个统计
名词、计算规则和技术原理。但科学性是民调项目的金字招牌，所有技术过程都有详细的理
由和解释，以脚注的形式出现在民调文本中，以备查验。

２２．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４日，民调项目成果说明会记录。

３．指标计算的技巧之二：计算依据的素材
按照民调设计，每个指标都由相应的若干问题生成，不应更改。然

而，关于“ＴＸＪＹ指数”，Ｓ副主任产生了质疑，ＰＸ社区排名远低于期望
值，他认为这不应发生。经过重新计算和排查错误后，结果依然如此。
在成果说明会上思考良久，Ｓ副主任才说明原委并建议：“我看啊，我们
也不能迷信统计方法。情况是这样的啊，本来呢，这个流动冰箱（分享
冰箱）也是街道ＴＸＪＹ主推的，放到了ＰＸ，让他们管理。现在把ＰＸ搞
这么低，（该社区的）Ｃ书记要说话的。这样吧，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当然了，科学方法是不能违背的，这是前提啊。”２２会议讨论的初步想法
是在这一指标上单独给该社区加奖励分，但因为不“科学”而被舍弃。
最后，经反复磋商，“ＴＸＪＹ指数”被更改为“ＴＸＪＹ自治指数”，其包含的
题目除ＴＸＪＹ版块外，还增加了与之“相关”的自治共治版块的部分题
目。ＰＸ社区的排名因此大幅提升，进入了优秀的行列。

４．指标计算的技巧之三：档次划分的考虑
在指标和排名计算好之后，要将各社区区分档次。然而，到底分几

档、按什么标准分档，得视情况而定。各社区在各个指标中被分为非常
优秀、比较优秀、一般、较差四档，词语逻辑对应的“非常差”则缺失。由
于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以基准社区为基数，即某社区分数除以所有社区分
数的中位数，这意味着每个指数都有１７个社区的得分在１００以上，１７个
社区的得分在１００以下，剩下１个得分为１００的中位数社区。街道设置
的分档原则是：指数得分为１００及以上的社区归为“非常优秀”和“比较优
秀”两类，后两个档次是指数得分为１００以下的社区；除首尾外，每个档次
划分的区间是均等的，如以１０为区间。然而，设置档次的玄机在于，划
分区间的标准各不相同，以５、１０、１５为区间的情况都存在。原因也很简
单，各个指数的社区分布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不能采用统一的分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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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作用下，档次划分呈现如下规律（见表５）：中间两个档次比首尾两个
档次的社区数量要多（党建资源指数除外）；“非常优秀”比“较差”的社区
数量要多（基层民主参与指数和配合职能科办指数除外）。社区在各个
指标上的档次直接表现在由各个指标组成的民调地图上，以形成可视化
的成果。在街道各社区的行政地图上，代表中等水平的“比较优秀”和
“一般”的社区指数分别被涂成橙色和蓝色，代表极端水平的“非常优秀”
和“较差”的社区指数分别被涂成红色和绿色。在每个社区的行政地图
上，红和绿总是少数，且红色大都比绿色多。

２３．取自ＸＨ社区编号为０７的问卷。

表５：各指数档次划分的分布情况
非常优秀 比较优秀 一般 较差

服务群众能力指数 ７　 １１　 １３　 ４
进步指数 ４　 １４　 １３　 ３

自治共治指数 ５　 １３　 １３　 ４
党建资源指数 １０　 ８　 ９　 ８

基层民主参与指数 ５　 １３　 ７　 １０
配合职能科办指数 ４　 １４　 １２　 ５
ＴＸＪＹ自治指数 ９　 ９　 １２　 ５

（四）居民的声音和失语
在上述分析中，居民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街道“需要”一定数量的

居民填答问卷，居委会“需要”组织这些居民。对居民来说，在什么环境
下填答问卷、回答哪些问题、有哪些选项可供选择等都是给定的。那么，
居民是否无法摆脱这些约束？事实并非全然如此。问卷的最后一部分
是开放性问题，分为“社区亮点”和“社区问题”两项。虽然很多居民没有
填写这两项主观题，但是填答“社区亮点”的样本有８９９个，占全部样本的
比例为５０．７１％；填答“社区问题”的样本有５５６个，占比为３１．３６％。从
现场调研和个人特征数据来看，受访者以退休的老年人居多，不少居民
阅读和填答问卷的速度较慢，逐字写下主观题答案的时间成本更高。居
民填答该类问题的热情在回答的质量上也有所体现。据笔者粗略估计，
使用长句回答主观题的样本大致有４成。长句涉及的往往是具体问题，
如“无耻开发商占用业主共同的车库，停车费居高不下。更可恶的是，我
们伸张正义，维护权利，被他们叫来的警察抓走好几个。仗势欺人，没有
法律和公正！”２３这一问题的背景是ＸＨ社区的业主抗争发展到上街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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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堵路，轰动一时。
街道对主观题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写入民调报告，使用关键词

词频统计原则，如上述答案会被归为“物业管理”项并统计频次；二是写
入下发到各社区的《社区诊断书》，在这里则使用信息量更大的短句陈
述，如“发生业主堵路事件，值得关切”。诚然，民调的操作方式是不断缩
减信息后的可计量化，在统计时社会情境必定会被压缩为关键词。然
而，如前所述，确定维度、压缩并定义情境的方向远不止一种，该案例的
关键词也可以是开发商仗势欺人（车库涨价）、居民枉法（堵路）、社会治
安危机和社会抗争事件（抓人）。对街道来说，前述几个关键词写入民调
报告都是不妥当的，前两项用语不当，后两项则是街道和该社区工作失
职，自示其短。同样被划归为“物业管理”的还有诸如“小区１号门保安
经常刁难人”等居民反馈的问题，使用“物业管理”一词后，不仅使该案例
背后的社会情境难寻踪迹，问题的严重性也被淡化了。街道按照自己的
标准将长句压缩成短句并归类为关键词后，原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
民异质信息的主观题被裁剪和打磨得难以辨认。如此处理的原因何在
呢？对此，街道民调小组比较年长的 Ｗ老师２４说：“ＸＨ的情况我是晓得
的，当时闹得还蛮大。又是新小区，居委会刚进去不久，你晓得吧。发生
这个事，不说他们，我们（街道）也没有权力去管。”２５制止并处理业主抗争
事件的权力并不在居委会，街道工作人员认为ＸＨ社区居委会不应负主
要责任。

２４．“老师”为对年纪较长的街道基层工作人员的尊称。Ｗ 老师在调入街道工作前，曾在

ＳＤＣＸ社区任书记，并被街道评为２０１３年度“优秀居民区书记（居委会主任）”。

２５．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在ＸＨ社区与 Ｗ老师的私人谈话记录。

还有一个指标能间接表明居民态度，即空题率。这可以被视为“弱
者的武器”。空题即拒绝答题，其影响因素有很多，如看不懂或没耐心
看题干、不满题目的问法、不满选项的设置甚至干脆不想配合民调，等
等。那么，哪些社区的居民更容易产生上述态度呢？２０１６年的民调问
卷有４４道题，计算每个社区的人均空题率可知，空题比例最高的是ＳＤ
社区，为２０．５０％，最低的ＹＦＣ社区为４．１５％，相差近５倍，且各社区
标准差为４．３２％。假设各社区居民样本均质且答题环境标准化，人均
空题率至少反映两种可能性：居民对街道组织的民意调查不满或对社
区在该方面的表现不满。街道在空题率的基础上建构问卷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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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解释是———“作为居民的一种软态度，即用看不见的行动表明的
态度，侧面反映了对各居民区‘两委’班子的满意程度，与自下而上的民
调原则暗合”。２６问卷质量指数和排名是２０１６年新设立的，各社区还来不
及重视。可预期的结果是，提升该指标的成本并不高，居委会既然能够
精准控制参与民调的人数，只要稍加嘱咐就能达到很低的空题率。因
此，作为能够客观反映居民态度的“硬数据”（ｈａｒｄ　ｄａｔａ），其未来的含金量
如何，仍是个问号。

２６．摘自《２０１６街道民调总报告》。

２７．Ｓ副主任语。

五、小结与讨论

从资金、人员和持续时间来看，Ｃ街道的民调在三年内越做越大，调查
过程也越来越科学，志在“做成区里的一个品牌”２７。示范效应也是惊人
的，早在２０１６年初民调项目得到市委领导表扬之前，区里的其他街道就敏
锐地意识到这种模式的优势，并前来向技术人员咨询。而复杂民意的命运
又是如何呢？我们无法说清。从情境筛选、问题定义到问卷生成，从选项
设定、抽样实施到指标体系建立，是信息一步步丢失的过程。信息如何丢
失取决于权力运行的空间。在此过程中，各级权力主动或被动地设置自己
的规则，却以“事事有理由、步步讲科学”为宗。在科学外衣的掩盖下，权力
的痕迹难寻。最终，富含信息的社会情境消失了，变成了可视化的指标和
民调地图。经过居委会、街道在各个环节上的加工，民调反映出的民意对
他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围绕着民调过程，街道、居委会和居民三者之间
的结构变得更加牢固。社区二元化、业主抗争、国家意志对社区日常生活
的渗透以及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等本就存在的问题，也许还会继续存在。
不同的是，街道在某些方面获得了合法性。三年甚至可能持续更多年的社
区民意调查是街道实实在在的社会治理创新项目，民调的成果将作为职能
科办年终评估各社区的参考资料，成为决定社区干部评优、确定编制甚至
去留的标准，甚至有可能作为街道决策的参考。对居委会而言，一张以本
社区居民的名义开具的《社区诊断书》从街道下发，为以后的工作确定了方
向。政策合法性、官员政绩、官僚机器运转的参数、社区的工作方向等都是
民意调查为基层治理各主体带来的好处。唯一用不到民调数据的反而是
居民。他们的声音是构成民意脸谱的拼图，深陷在脸谱的结构之中，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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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最终构成脸谱的表情。
那么，民调造假了吗？以笔者的全程跟踪观察来看，并没有。然而，

民调原本是一个统计学过程，如何变成了权力入侵的政治过程？在统计
学原理和民调方法论的双重保障下，民意为何还能被制造？上述问题让

２８．事实上，网格化治理、精准化治理、协同治理的理念已然在基层治理中流行起来，具体的实
践有全响应网格（刘冰，２０１６）、综治大联动（陈慧荣、张煜，２０１５）、政务微信（郑磊等，２０１５）等。

２９．“技艺是支配它的对象，统治它的对象……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之外，不应该寻求对其
他任何事物的利益。”（柏拉图，１９８６：２４）

我们回到最初的疑惑———技术治理能够完成其使命吗？如果民意调查
技术依然不够严谨，那么大数据治理（张海波，２０１７）行不行？智慧政府治
理（胡税根、王汇宇，２０１７）行不行？复杂系统范式的治理（范如国，２０１５）
行不行？２８从我们对民意调查全过程的剖析来看，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
在于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严谨程度，而是技术治理的逻辑。当民调技术将
“潜在”的复杂民意转变为“实在”的民意数据和指标时，民意被一步步化
简、压缩。在此过程中，再严格的技术都只能保证化简的程序“合法”，而
化简的方向则由操作者决定。

理论上，调查可以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去压缩民意，直至形成一个数
据。同样是反映民意，研究者调查出来的是民意，难道政府调查的就不
是民意了吗？又或者，民意不是实体而是建构物，根本没有它应该有的
状态。不同的民调目标促使不同的操作者如社会科学研究者、媒体或政
府选择其各自感兴趣的议题；不同的视角、经费或人手等方面的考虑促
使他们选择不同的调查和抽样方式。上述这些因素都不是民调技术所
能规定的，却把民调引向不同的化简方向，得到截然不同的民意。同理，
政务微信／微博技术解决不了页面新闻或推送千篇一律的问题，网格化
治理技术解决不了网格员拍照上报容易解决的事务的问题，舆情监测平
台无法实现对事件识别、分类和定性的现实考量，正如清代严密的征税
技术规避不了衙役、书吏、长随对百姓的轮番勒索。技术并没有被扭曲，
只是技术对操作者的意志无能为力。

行文至此，技术治理的悖论逐渐清晰。正因为技术的使命是通过
化简可能性的方式把事物引出来，它必然为操作者预留了指引化简方
向的权力。正因为治理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照料”和“指引”，国家“照
料”社会的过程，２９是把社会朝着特定方向化简并引出来的过程。国家
通过技术治理打量社会的同时，也在制造其眼中的社会，它必然会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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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基因植入其中。因此，技术治理的悖论是：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
社会图像时，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治理决定打量的方向，技术
决定打量的过程。技术治理以特定视角去看待社会，在社会的成像方
向被限定的同时，国家的可能性也被限定了。３０在地方政府为了制度创
新和治理创新而竞争之时，在我们承认技术在化简社会复杂性上的优
势并追求更好的技术之时，福柯（２００１）的忠告或许并非不合时宜：

３０．当基层政府民意调查的结果被体制采纳后，基层治理方案可能会据此制定出来。

我们不能把话语融入一套预先存在的意义之中，不可幻
想世界给我们一张清晰的面孔，而我们所需做的只是破解辨
认而已；世界不是我们知识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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